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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债权转让指的是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从而发生债权移转的行为。但是由于债权没有实体交付的凭证，属

于无形的权利，因此存在多重转让的可能性，也即债权人将同一债权同时转让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受

让人。我国《民法典》并没有对债权多重转让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仅仅在第768条对保理合同中的应收

账款债权多重转让做出了规定，确立了登记优先、通知次之的规定。并在《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66条
中对普通债权转让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共存时的适用规则做出了规定，指出参照适用《民法典》第768
条，但是对于此规定学界仍然存在争议，对于其是否需要同时满足“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转

让”的条件，还是满足其中之二即可，仍然没有定论。《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以下简称《合同

编通则解释》)第50条间接确立了在一般债权多重转让中，最先通知的受让人优先受偿的规则，同时为了

保护交易安全，对通知的形式作出了特别规定。但是其第一款第二句存在逻辑上解释的难题，甚至与《民

法典》第502、568条存在逻辑上的冲突。此外，在应收账款债权多重转让的情境下，《民法典》第768
条与《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0条的适用，基于体系化分析，优先登记的受让人无疑可以成为最优先的受

让人，但是债务人对于最先通知的受让人的清偿仍然可以构成有效清偿，但最先通知的受让人不具有对

抗最先登记的受让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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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ditor assignment refers to the transfer of a claim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through mu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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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However, since a claim is an intangible right without a physical instrument for delivery, 
there is a possibility of multiple assignments, where a creditor transfers the same claim to two or 
more assignees simultaneously. China’s Civil Code does not provide general rules for multiple claims 
assignments but addresses the issue of multiple accounts receivable in the context of factoring con-
tracts under Article 768, which prioritizes registration over notification. Additionally,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Guarantee Institutions (Article 66) specifies the application rules when ordinary 
creditor assignments and accounts receivable assignments coexist, stating that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768 of the Civil Code should be referred to. However, there is still scholarly debate over whether 
this rule requires all three conditions (factoring, accounts receivable pledge, and creditor assign-
ment) to be met or only two of them.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on-
tract Chapter of the Civil Code (Article 50) indirectly establishes a rule that, in cases of multiple 
assignments of ordinary claims, the assignee who first notifies the debtor has priority in repayment. 
To safeguard transactions, the interpretation also imposes specific formal requirements for notifi-
cation. However, the second sentence of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raises logical interpretive 
challenges and conflicts with Article 502 and Article 568 of the Civil Code. In the context of multiple 
accounts receivable assignmen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assignee who registers first 
is the most prioritized. However, the debtor’s repayment to the assignee who first notified them 
remains a valid discharge, even though the notifying assignee cannot assert priority over the as-
signee who registered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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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债权多重转让并非债法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域外法，例如德日法的《民法典》以及美国法早就对债

权多重转让问题进行了细致规定，并且形成了三种模式，分别是“让与在先，权利优先”[1]“通知在先，

权利优先”[2]以及“登记在先，权利优先”[3]三种不同的模式，国内学界也对这三种模式存在不同争议，

究竟我国债权多重转让要采取何种模式进行适用，在《合同编通则解释》与《民法典》出台之前，一直是

学界争论的对象。甚至在《民法典》第 768 条与《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出台适用以来，学界仍然围

绕现行规则是否合理，以及我国是否真正在一般意义上采取了“通知在先，权利优先”的模式进行激烈

的讨论[4]。对于三种模式，各派学者各执一词，并且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自圆其说。从现行法角度考

察分析，我国《民法典》与《合同编通则解释》采取了在一般领域的“通知在先，权利优先”模式以及在

保理合同领域的“登记在先，权利优先”模式，形成了“双轨制”并存的模式[5]。 
从现行法角度分析，我国目前对于债权多重转让的规则体系已经成型，双轨制模式已然被我国民法

体系所采纳。但是对条文进行细究，不难发现，仍然存在不少逻辑上难以解释的问题。现行的《合同编

通则解释》确立了债务人的履行规则、受让人的权利保护规则以及债权让与通知到达时间查明规则。 
但是仍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当债务人并未对其债务进行履行时，何人有权要求债务人进行履行，

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还是最先签订让与合同的受让人？第二，“通知优先”规则的逻辑如何解释，是否同

《民法典》第 502、546 条存在矛盾，合同在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达成合意时即已成立，且通知只是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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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产生效果，为何通知在先的权利人有权实质获得此债权？第三，《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

第 2 句后半句规定了善意受让人的权利保护，其有权在善意的情况下保持受领，但是此规定可以解释出

“最先签订合同的受让人也可以保留受领”，因为其不存在知晓在先受让人的可能，此时又倾向于保护

最先受让人的利益，似乎立法者也是在“通知优先”与“让与优先”之间摇摆。第四，当保理合同领域，

发生应收账款债权的多重转让之时，《民法典》第 768 条和《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之间适用如何？

若债务人对债权人的通知产生信赖，从而对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进行了履行，是否可以视为其完成了给付？

对于登记在先的权利人的利益应当如何保护，其是否可以请求接受给付的最先通知的受然人予以返还？

第五，当债务人恶意履行之时，其向最先签订合同的让与人履行债务，此时债务人明知最先通知的受让

人并非最先让与人，此时根据《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的规定，不应视为其完成了给付。但是最先签

订合同的受让人根据第 50 条第 1 款第 2 句的规定，其可以正当保持受领，而不对其是否善意进行考量，

那么此时，根据第 1 款第 1 句的要求，最先通知的受然人有权要求债务人进行履行债务，债务人是否应

当承担双重债务履行？若债务人应当进行双重债务履行，其法理基础为何？ 
由此可知，尽管现行法律已经对债权多重转让进行了体系化的规定，但是仍然存在从文义上无法解

释的问题，本文在尊重现行法律文本的前提下，立足解释论，对现行法律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债权多重转让规则在我国的确立 

债权多重转让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并非《民法典》时代才出现的新问题，早在民国时期，债权多重转

让就在民法中出现[6]。在计划经济时代，并无有关债权多重转让的问题，因此在建国之后早期，我国对

于债权多重转让的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改革开放后，交易自由化，在市场经济发达、乱象丛生的背景

下，我国于 1999 年制定了《合同法》，但是《合同法》并未对债权多重转让做出细致规定。当时的学者

认为，在买卖等场景中，物可以被二重让与，但权利不能。物可以脱离权利而存在，而权利只能依附于

物存在。因此，物品可以一物多卖，但是权利不可以多重让与[7]。但是实践中，很快便发生了债权多重

让与的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不良资产的剥离，几大商业银行大量将其不良资产转让给资产管理公

司，由后者对不良债权进行催收等。 
在这一背景下，对债权多重转让的讨论日益增多。对于债权多重转让体系的构建，存在三种模式选

择，也即上文所提及的“让与优先”“登记优先”与“通知优先”。这三种模式各有优劣，我国在有关债

权多重转让体系立法的过程中，也对三种模式进行过不同的考量，最终形成了现行的双轨制模式。 

2.1. 比较法上债权多重转让的模式选择 

第一，“让与在先，权利优先”模式。此模式以德国为典型代表，《德国民法典》第 398 条规定：

“债权得由债权人与第三人制定之契约，移转该第三人(让与)。契约制定，新债权人即取代原债权人。”

对该文本进行解读，可以看出德国民法采取的是先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权利在先的模式，也即“让与在先，

权利优先”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权利的变动也即同一债权多重转让的依据是合同成立的时间，合同成立在先者拥有

对抗在后受让人的权利。此模式的优点在于：首先，其符合债权转让的逻辑，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即发

生债权转移，权利变动后，原债权人不再享有债权，后续的债权转让行为都属于无权处分，而债权不适

用于善意取得规则，因此后续的受让人都不享有债权，符合法律逻辑推理过程，时间在先、权利在先；

其次，该模式下，交易更加简便灵活，且交易成本更低。 
该模式的弊端也十分明显，债权转让合同仅仅发生在当事人之间，且债权具有相对性，不具有公示

性，因此合同真正的成立时间也很难被确认。在实践中，会出现倒签合同的现象，例如当事人之间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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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成立时间在后，但是可以通过伪造合同签订日期的形式，从而获得实质上的权利优先性，以此来对

抗先签订合同的真正权利人。因此，在实践中由于该模式缺乏公示手段，真正权利人的权利反而难以得

到保护。 
第二，“通知在先，权利优先”模式。日本《民法》第 467 条第 1 款规定：“债权让与若没有通知债

务人，或者债务人未作出承诺，不得对抗债务人以及第三人。”在让与人未通知债务人的情形下，受让

人取得债权无法对抗第三人，通知在先者权利优先。此处，让与人的通知使得受让人具有对抗第三人的

权利，但是有学者指出，在日本民法下，该通知也是债权让与生效的要件[4]。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在

日本模式下仍然只要合同成立，债权即发生移转，通知与否应当与我国一致，是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

并不会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债权让与，在合同成立时，受让人便已经享有了债权，且债权具有相对性，只

需让与人与受让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即可，无需债务人的同意，只是出于保护债务人利益，应当对债务

人进行通知。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债务人在此规则下，由于需要收到通知方可履行其债务，因此债务人作为信息

的集中地，其能够明确清晰地知晓债务的履行对象，保护了债务人的合法利益。此外，通知虽然并非实

质意义上的公示，但是通知也打破了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具有一定的公示效果。同时，最

先通知的受让人基于对债权的合理信赖，可能已经为实现债权或履行相关义务做出了准备和投入。确立

通知优先规则，可以保护其合理信赖利益，使其基于通知所产生的预期能够得以实现，符合民法中的信

赖保护原则。通知优先规则并不干涉当事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而是通过确定优先顺序来解决多个受

让人之间的权利冲突。这既尊重了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自由，又在出现多重转让的情况下提供了一个公平

合理的解决机制，平衡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通知优先规则也符合一定的政策考量。第一，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通知优先规则为当事人提供了

一个明确的行为准则，使其在进行债权转让交易时能够清楚地了解自身的权利义务和风险。受让人会更

加注重及时通知债务人，以确保自己的优先地位，从而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交易成本。同时，

债务人也无需对多个受让人进行复杂的审查和核实，只需根据通知来履行义务即可，降低了债务人的履

行成本；第二，可以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如果不对债权多重转让的优先顺序进行明确规定，可能会引

发出让人的道德风险，即出让人恶意地将同一债权多次转让给不同的受让人，以获取不正当利益。通知

优先规则的建立，使得出让人的这种行为难以得逞，因为只有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才能取得债权，从而有

效防范了出让人的道德风险，保护了受让人的合法权益。 
同样，在实践层面，通知优先模式也存在无法避免的难题：第一，在先受让人很难证明自己的通知

时间优先，也即存在通谋虚构时间的问题；第二，虽然通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示的效力，但是其毕竟

不同于登记，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公示性，没有对外公开，因此在第三人或者后受让人没有对债务人或

债权人进行询问时，难以得知具体的通知时间，也无法得知通知是否已经做出。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日本《民法》第 467 条第 2 款，对通知的形式做出了专门规定，制定了“确认

日期证书”规则，只有在通知与承诺以确定证书形式做出时，才可以被视为具有对抗效力。此项规定很

好地解决了通知时间难以证明以及通知的公信力弱的问题，对于虚构串通通知时间的问题也进行了回应。 
第三，“登记在先，权利优先”模式。此模式是美国商法所奉行的模式，其《统一商法典》第 9-322(a)

条规定了一般优先顺位规则，核心规则是以登记顺序确定优先顺位，该规则也适用于应收账款的债权，

以登记与公示的先后顺序来确定债权多重让与的先后顺位。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对债权进行登记，采取公示的方式对债权让与情况予以公开，可以防止倒签合

同以及虚构通知时间的问题，同时保护受让人与债务人的合法利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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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难发现，其弊端在于：第一，对应收账款等特殊债权予以登记，已经被我国立法所承认，但

是对于普通债权来讲，其并不具有登记的法律基础，在我国民法体系中债权是相对权，难以对其进行登

记以突破其相对性；第二，对一般债权予以登记毫无疑问会提高交易成本，对于应收账款债权来说，其

登记具有合理性，且一般数额较大，登记可以较好保护权利人利益，但是对于一般债权来说，采取登记

方式的成本过高，有时甚至会出现收益小于付出的情形。 
综上，登记模式很难在一般债权领域通行，更多情况下只适合于特定领域的(如保理合同领域)的债权

多重转让，难以对其进行推广，这也是学界抨击单轨制的主要理由。 

2.2. 《民法典》中债权多重转让规则制定过程 

现行《民法典》第 768 条有关保理合同领域多重债权转让的规则并非一蹴而就的，在立法过程中，

存在多方观点的博弈，甚至在一审草案时，立法者试图将多重债权转让规则拓展至一般债权的多重转让。

2018 年《民法典(一审稿)》第 336 条便对一般债权多重转让规则做出了规定，采取了登记优先、通知次

之的模式。但是该观点遭受学界的批判，认为采取了单轨制的立法模式，且登记制度在债权领域难以真

正落实。其中，最大的逻辑不通之处在于，债权不存在善意取得问题，且根据原《合同法》第 80 条的规

定，通知仅仅是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并不会影响债权让与的效果。那么在债权让与当事人之间意思达

成合意时，即应当发生债权转移，而不是登记或者通知来考虑权利的优先问题。后者根本没有取得债权，

因为债权已经在第一个债权让与合同订立时便发生转移，后续出让人的债权让与行为都系无权处分，只

有“让与在先，权利在先”模式才是符合法理逻辑的[8]。因此在理论与现实的重重压力下，2019 年《民

法典(二审稿)》将此内容放到了“保理合同”领域，将其作为保理合同中应收账款多重债权转让的一般规

定，也是从正面避免了单轨制与双轨制的区分。最终，在 2020 年生效的《民法典》中，形成了在保理合

同领域的特殊规定，也即现在《民法典》第 768 条。 
《民法典》768 条虽然规定了保理合同领域的应收账款多重债权转让，但是仍然遗留下一个问题，即

保理合同以外的一般债权多重转让的规则如何？这个问题也是单轨制和双轨制观点的论争点。2020 年《担

保制度解释》第 66 条解决了其中部分的问题，也即被用作保理的债权发生一般债权转让时的规则适用问

题。同样，《担保制度解释》第 66 条的规定，在学界也引发了学者的争论，关于“保理”“应收账款质

押”与“债权转让”这三者是否需要同时存在的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民法

典》和《担保制度解释》在我国债权多重转让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 

2.3. 《合同编通则解释》中“通知优先”规则的确立 

在保理合同领域的特殊债权转让采取“登记优先”模式，学界并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但是一旦回

到一般债权转让的领域，究竟该采取何种模式来进行构建规则又引起了学界的争议。从逻辑上看，毫无

疑问是“让与在先，权利优先”模式最契合法理；但从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则是“登记在先，权利优

先”模式最能够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知优先”规则则是兼具二者的优点，同时也有不足之处。 
最终，《合同编通则解释》还是采取了日本模式，也即“通知在先，权利优先”规则。同时，为了解

决该模式存在的“虚构通知时间”的问题，《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第 2 款，专门对通知的形式做出

了具体规定。但是对《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进行细究不难发现，其实际上并没有对债权让与后的真

正权利人问题做出回应，也没有指出谁有权要求债务人进行履行，而是从债务人履行免责以及受让人保

持受领的角度出发，对履行效果等问题进行说明，也并未直接指出我国采取的是“通知最优先的人，为

真正权利人”的说法，但是观察立法过程以及文本解读，学界也认为我国实质上采取了“通知优先模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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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同编通则解释》难点分析 

通过对《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进行解读会发现，其采取的是不完全“通知优先”规则，并且对

债务人恶意履行后，债务人是否需要进行二次履行的问题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同时有效清偿规则与返

还请求权规则之间存在冲突与争议。以下，笔者将对该条款难点问题进行解读。 

3.1.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的但书不对称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第 2 句进行解读，对该句进行提炼会发现，其核心意思在于“最

先通知的受让人请求返还等等，但是接受履行的受让人明知有在先签订合同的受让人除外。”如果是正

常但书表达的话，此处应当表达为“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请求返还等等，但是接受履行的受让人明知有在

先通知的受让人除外。”这一表述才是对称但书的表述。后半句的核心内容在于接受履行的受让人恶意，

但是恶意的内容却与前半句不对称，其并非指向明知是否有在先通知人，却指向是否明知有在先受让人，

即在先签订合同的受让人。如果是对称但书的表述，那么应当是接受履行的受让人知道存在有在先通知

的受让人，而不应当是此处的存在先签订合同的受让人，这一表述明显体现出了但书规定的不合理之处。 
在此时，如果在先受让人与通知在先者不一致，便会产生法律解释上的不合理之处，这也是笔者所

认为的我国民法体系下并没有完全承认“通知优先”规则，仍然对优先受让人存在保护，存在“让与优

先，权利优先”的影子。 
在此，笔者举一例来对该但书进行解读。假设存在 A，B，C，D，E 四者，A 为债权人，B 为债务

人，C、D、E 三者依时间顺序与 A 签订债权让与合同，也即 C 为最先签订合同者，但是 A 却最先通知

了 D。 
情形 1：B 对 C 进行履行，C 明知 A 先通知了 D；情形 2：B 对 E 进行履行，但是 E 为善意，不知

道在先有 C、D 同 A 签订了合同。 
在情形 2 下，E 可以保持受领，因为 E 不知存在在先签订合同者，应当认定其为善意的。那么为何

在这种情形下，要确定善意内容为不知是否存在在先签订合同者呢？笔者认为的一项合理解释路径在于：

第一，立法过程的残余。在立法过程中，存在对“通知优先”与“让与优先”模式的博弈，虽然最终采取

了“通知优先”模式，但是对“让与优先”规则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保留；第二，根据最高院自身的意见，

其指出只要认定接受履行的受让人是善意的，就应当承认其保持受领的权利，但最高院并未对善意的内

容为何是如此做出具体解释说明[10]；第三，该条本质上没有违反“通知优先”的规则，因为可以提出返

还请求权的并非最先签订合同的受让人，而是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若 E 为恶意，那么此时只有 D 有权要

求返还，C 并没有权利要求返还。 

3.2. 有效清偿规则与返还请求权冲突 

在上述例子中，对情形 1 进行变型，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条件即 B 在对 C 进行清偿时为恶意，也

即 B 明知 A 最先通知的是 D，但是仍然对 C 进行了履行债务。 
对该情况进行解读可知，C 有权保持受领，在此时 D 无权要求 C 对其进行返还，《合同编通则解释》

第 50 条第 1 款第 2 句后半句可知，只有在接受履行的受让人明知其在前存在先签订合同的人时接受履

行，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可以要求其返还，但是 C 作为最先订立合同的受让人，其不可能得知有在先受让

人的存在，因此 C 当然可以保持受领，而不受 D 的返还请求权的约束。但是根据该条第 1 款第 2 句前半

句的规定，由于 B 明知 C 不是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因此 B 的履行并不意味着其完成了清偿，仍然需要继

续进行清偿。此时，D 可以要求债务人 B 对其继续履行债务。这就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也即债务人明

明已经完成了债务的清偿，且根据《民法典》第 502、546 条的规定，明明最先签订合同的受让人 C 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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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债权人，但是却应当在向 C 履行完成后，再度向 D 进行履行，对真正权利人 C 的履行并不构成有效清

偿，但是 D 无法要求 C 进行返还，C 享有保有受领的权利，这便产生了返还请求权与债务有效清偿之间

的矛盾。 
有学者对上述问题持反对意向，其指出通知的真正目的在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使得债务人能够知

晓债权转让后真正的权利人，那么当债务人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真正权利人后，应当肯定其对真正权利

人的清偿，此时《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第 2 句前半句的规定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并且也

没有法理依据可以对后受让人权利优先于前受让人权利进行解读[11]。 
对于上述矛盾，有学者的解释路径是，虽然债务人可能面临进行二次给付的情况，但是其作为债权

让与信息的集中地，其在明知应当给付对象的情况下，恶意进行了错误给付，应当承受自己行为的法律

后果，因此其进行二次给付应当是合理的，属于责任自负原则的体现[4]。但是笔者认为不然，二次给付

没有法律依据，相当于同一个债务，债务人履行了两次，这不符合该条款的根本宗旨——债务人与权利

人合法利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在该种情形下，首先应当限制真正权利人的救济途径，在可以向债权人

主张违约的情形下，就应当先向债权人主张违约责任。当债权人破产或者失踪之时，方得以向债务人主

张权利，此时债务人应当对真正权利人进行返还，出于对其自身过错的弥补，但是在其进行偿还后，笔

者认为应当有权要求错误接受给付人进行不当得利返还，在先受领给付者在《合同法通则编》第 50 条的

规定下，只是享有对抗真正权利人(也即先通知的受让人)的返还请求权，但是并没有指出其享有真正保持

该给付的权利，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不当得利返还的路径对债务人的权益进行保护。 

4.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与《民法典》第 768 条适用分析 

4.1. 债务人视角下的问题所在 

在同一个应收账款债权发生多重债权转让的情况下，如果这些转让既包括一般债权转让，也包括保

理合同领域中的债权转让，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第 66 条的规定，此时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768
条，那么在此时，债务人履行债务时，是否还可以适用《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的规定呢？两部法律

在存在经合时，应当如何适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依据债务人的视角，债务人不一定会去查阅该

债权是否存在登记，这并非一项交易习惯[12]；此外，根据《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的规定，债务人

信任债权人的通知，对债权人的通知对象进行了清偿，应当是得以承认的，从常理出发，债务人最信任

的无疑是原先的债权人[13]。但是在对通知者履行有效或是对登记者履行有效之间便产生了争执。笔者将

围绕这些问题，对《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与《民法典》第 768 条之间的关系与适用进行解读分析。 

4.2. 利益区分说 

笔者认为，对于债务人和债权受让人应当采取不同的利益保护模式，因此笔者提出了利益区分说的

观点。 
对于债务人而言，债务人在交易惯例下，没有查看登记簿的习惯，也没有义务去查看登记，因此在

债务人不知是否存在在先登记权利人的情况下，其基于对债权人的信赖，从而对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进行

了履行，在此时，应当承认其已经完成了有效清偿，债务人最值得信赖的就是债权人的通知，不能够否

定债务人因善意信任债权人而做出的履行行为。有学者指出对于债务人而言，其并不会对权利人是否真

实进行特定的检查，其只要基于债权人的通知，即可对通知的新债权人做出清偿。且在现行社会环境下，

法律不能对债务人的认知能力抱有过高的期望，因此对债务人而言，其基于对债务人的信任从而对通知

的债权人进行履行，应当认定其履行有效[4]。 
但是对于受让人而言，笔者认为需要结合《民法典》第 768 条以及《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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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行判断。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在有登记的情况下，优先权利人应当是优先登记者，那么在债务人

善意对于优先通知者进行清偿时，通知在先者不享有对抗登记在先者的权利，后者有权对前者提起不当

得利请求返还。此时，通知在先者出于保护自身的利益，可以向债权人主张违约责任。 
因此，两部法律应当是交叉适用，存在重合，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与冲突。 

5. 结语 

债权多重转让作为债法领域的热点问题，在《民法典》第 768 条和《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50 条的规

定下，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规范体系。我国债权多重转让体系在文本解读上虽然存在诸多矛盾，但是

其本质仍然是以“通知优先”为主，兼顾保护优先受让人的利益，同时保护债务人与受让人的利益。对

于“登记优先”模式，我国在保理合同领域对其进行适用，体现了一般债权一般适用，特使债权特别适

用的区别对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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